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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１９３５ 年，蒋介石政府在争议声中任命孔子第 ７７ 代孙孔德成为大成至圣

先师奉祀官，借以实施社会教化，并运用孔氏象征的“道统”展示自身的政治正统性。 由

于改善民生滞后等因素，奉祀官的设立受到多方质疑和批评。 日军侵占山东后，国民政府

与孔氏互相借助，揭露日伪政权利用儒家“王道”思想的策略与行径。 不过，其对孔氏的

人生志业有若干硬性安排，限制孔氏顺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自我调适。 在其治下，孔氏个人

的政治际遇基本成为当时儒家文化转型困难的命运缩影。 从中可见，国民政府在“文治”
上秉持实用立场，鲜有心力进行符合世界潮流的顶层设计，以致成效微弱。 而这一问题的

解决有待于政治转入常轨后的体制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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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后，日军继续实施占领整个华北的计划。 １９３８ 年 １ 月 ３ 日，在第十师团步兵第六十

三联队的强势进攻下，驻山东的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自莱芜、沂南、泗水一带撤向曹县。 了解此

情势的蒋介石急令行政院院长孔祥熙转饬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等人，命令该集团军务必将曲阜

的孔子后裔孔德成带走，绝不可使其落入日军之手。 该集团军第十二军军长孙桐萱遵照韩复榘的

指示，于当晚约 １０ 时匆忙赶到曲阜孔德成的府邸，要求其在两个小时内收拾好物品，随部队撤向兖

州。 面对忽从天降的撤退指示，孔氏十分惊异，恳请暂留，因为其妻孙琪方即将临盆，全府事务着实

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安排妥当。 但形势急迫，容不得他们暂缓撤离。 第二天凌晨 ４ 时，孙德成夫妇

与孔府聘请的几位先生及随从仓皇辞庙，痛别曲阜。①

此时的孔德成是南京国民政府于 １９３５ 年任命的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受到多方关注，甚至有

传言称他被侵华日军密定为华北伪政权的首领人选。②

目前学界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孔德成鲜有关注，仅有数种相关人物传记涉及这一时期孔氏

的身份转换、生活状况与心路历程。 这些传记重在历史叙事而少有问题分析，未能呈现这一时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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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文治”与孔氏个体命运的关系。① 本文拟梳理国民政府对孔德成的任用与借助之历程，进而揭

示其在“文治”上运用儒家文化的立场、效用与顶层设计的问题。

一、 纳入体制：从衍圣公到奉祀官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主政者蒋介石有意抬高儒家文化在国家“文治”方略中的地位，并考

虑将衍圣公孔德成纳入政治体制。 １９２８ 年 ４ 月，北伐军路经曲阜时，蒋曾专程参拜孔庙，并对少年

孔德成颇怀好感，称赞他“年仅九龄而貌甚慧也”。② 随后，蒋还发布尊孔布告，宣称必须发扬孙中

山“提倡之固有道德智能”③，才能从根本上铲除共产主义，匡正人心。 几乎同时，南京国民政府通

令恢复旧道德，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作为教化国民的道德规范。
１９２８ 年，孔德成的衍圣公名号与党治体制不合的问题引起内政部的注意。 衍圣公爵制始

于宋至和二年（１０５５），历经宋、金、元、明、清诸朝。 明清时期，衍圣公为正一品衔，使曲阜孔氏

成为延续圣人血脉的天下第一家。 北洋时期，袁世凯及其继任者沿袭清代的衍圣公爵制，因而

孔子第 ７６ 代孙孔令贻成为民国的第一位衍圣公。 １９２０ 年，其子孔德成袭封衍圣公。 １９２８ 年 ２
月，蔡元培以“中华民国大学院院长”的名义颁布废止春秋祀孔的通令，要求各学校取消祀孔典

礼，并称此举的根据在于儒家的尊王忠君思想“实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及本党主义，大相悖

谬”。④ 这一通令削弱了儒家文化对当时学校教育的影响，也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孔德成的衍圣

公名号问题。 ７ 月，国民党党员于心澄、徐炯与张元章等人向内政部呈请取消衍圣公名号，并将

孔庙、孔林收归国有。 代理部务的内政部次长赵次龙认为，孔德成在共和时代袭用衍圣公的旧

制，不符合现代政治的平等精神，应依照于心澄等人的呈请，废除作为“封建遗典”的衍圣公名

号及其制度。 同时，他也赞同于氏将孔子诞辰改为孔子纪念日以及将孔庙、孔林国有化的

提议。⑤

对于内政部的动议，总管曲阜孔府事务的孔氏族人颇为不安。 １９２８ 年 ８ 月，孔府管事族人以

孔德成的名义向山东省政府呈请取消衍圣公名号。 其呈文云，现在是“天日重光”的民国时代，大
家“同游平等之世宙，适符改辙之初心”，应取消孔德成的衍圣公名号，以符合党治体制；请国民政

府核定孔德成的官方身份；取消衍圣公之名后，孔德成仍负责奉祀孔庙，守护孔林。⑥ 显然，孔府为

适应新的政治形势，在向国民政府输诚之时，又想为孔德成求取党治体制内的位置与角色。 实际

上，他们仍希望保留孔氏的衍圣公名号。
在曲阜孔府的委托下，时任工商部部长的孔祥熙出面为孔德成的名号之事斡旋。 １９２８ 年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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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他的一份相关提案在国民政府会议上获准通过。 在该提案中，他称赞孔子“慨然以一身肩道统

之大任”，又表示自己“以孔氏后裔，许身党国”，进而以避免一般青年受中共批判礼教言论的诱惑

为由，提议保留孔德成的衍圣公名号。① 他还解释说，孔府的衍圣公只有名号而无权力，“与封建遗

制之袭爵截然不同”②；如果一定要改的话，恐怕会引起当时青海、内蒙古等地世袭王公们的误会。
所谓王公们的误会只是一种借口，因为当时国民政府并未真正将其纳入政治体制。 不过，孔祥熙看

重自身的孔子后裔身份却是事实。 自明代起，他所属的山西太谷孔氏家族与山东曲阜衍圣公一脉

就失去了联系，亦未被列入衍圣公的族谱。 对孔祥熙而言，能在此关键时刻维护孔德成的衍圣公名

号，正可借以强调自己的圣裔身份，增进曲阜孔府对他的认可程度。 由于孔祥熙的干预，孔德成的

衍圣公名号暂得保留。
虽有孔祥熙等人的鼎力支持，但内政部坚持“封建典制不再存于国民政府统治之下”，遂于

１９２８ 年 １２ 月决议取消孔德成的衍圣公名号，“另给孔氏嫡裔以专司奉祀之名义”，同时废除原衍圣

公下属、员役和儒家其他圣贤后裔的世袭爵号。③ 然而，这一决议迟迟未得以实施。 翌年 ６ 月，位
于曲阜的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生排演《子见南子》，并上街宣传“打倒封建余孽衍圣公府

制”④，结果孔府族人向国民政府控告其“辱孔”。⑤ 此案引起轩然大波，延至 ９ 月平息，使得衍圣公

名号引起更多关注。⑥

《子见南子》案平息后不久，国民政府与孔府在衍圣公名号问题上再生波折。 １９２９ 年 １０ 月，胡
汉民、戴季陶、蔡元培与教育部部长蒋梦麟等五人审核内政部所拟的衍圣公名号与孔庙祀田整理方

案，拟出《审查改革曲阜林庙办法报告》，准备提交中央政治会议核议。 其要点有二：一是“撤销衍

圣公名号”；二是“以原祀田充作办理纪念孔子各项事业之基金”。⑦ 孔府的掌管者们闻听后颇为

担忧，立即以孔德成的名义上书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各院长，提出抗议，声称孔德成

享有曲阜孔林与孔庙祀田的继承权，不可将此私产充公，而蔡元培将孔庙祀田充公的提案违反法

律。⑧ 实际上，他们误将《审查改革曲阜林庙办法报告》当作蔡元培个人的提案。 国民政府收到孔

府的呈请书后，遂致函行政院，查询蔡氏的所谓提案。 随后，行政院院长谭延闿回复称，蔡元培不曾

提交有关曲阜孔林与孔庙祀田的提案。 一时间，此事陷入僵局，有不了了之的趋势。 曲阜孔氏族人

心有不甘，意图借助社会舆论保存衍圣公名号与孔庙祀田。 不久，孔府以孔德成的名义公开发布

《敬告全国同胞书》，指责蔡元培蹂躏人权，藐视“法治”，不顾文化传统，使孔令贻夫人陶氏和孔德

成这一对“寡妇孤儿”彷徨无措。⑨ １１ 月，蒋梦麟不满这封公开信对蔡元培横加指责，遂以孔德成

曾自请取消衍圣公名号的事实为依据，指令山东省教育厅派员前往孔府调取衍圣公的印信。􀃊􀁉􀁒 不

过，孔府拒交此印信，并再度向孔祥熙求援。 翌年初，孔祥熙致函山东省教育厅“从缓”调取衍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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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信，使此事暂时搁置。①

孔府的《敬告全国同胞书》在官方与民间得到一些同情与支持。 蒋介石、孔祥熙、冯玉祥、何
键、阎锡山等党政要人出于对孔子的敬仰而支持孔府在此公开信中表达的诉求，不同意蔡元培等人

提出的处置孔德成之衍圣公名号与孔庙、孔林的意见。② １９３０ 年 ８ 月，蒋介石派视察员匡经猷、张
寄春等人前往曲阜访孔德成，以示慰问。③ 此外，《敬告全国同胞书》还得到北平特别市总商会、江
西南昌总商会、太原总商会等社会团体的积极响应。④

由于《敬告全国同胞书》的传播，孔德成受到更多关注。 仅 １９３４ 年间，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

孙桐萱部某旅长、北京大学旅行团、汇文中学旅行团、齐鲁大学旅行团、韩国客人宋君荣与国民政府

立法院院长居正等先后来曲阜访问孔氏。⑤

如何将孔德成纳入政治体制，是国民政府“文治”方略的一项要端。 蒋介石在国家治理上曾过

于倚重武力，轻视“文治”。 软禁立法院院长胡汉民事件发生后不久，他在 １９３１ 年 ５ 月的日记中写

道：“开国端在武功，有武功不患无文治”，“书生如本党之老学究，诚不足言文治也”。⑥ 翌年 １２
月，蒋又感叹国民党“中委之缺才，无政治能力，所以武功虽成，文治退步，故武功亦受影响，竟遭失

败”。⑦ 此时蒋对国家的“文治”并不满意，又很想改变这种“退步”状况。 在其手中，圣裔孔德成无

疑是一张特殊的“文治”牌。 至于如何借鉴西方文明以促进儒家文化的现代转型，似不在蒋的考虑

范围内。
蒋介石、孔祥熙、戴季陶等人虽认同孔子的大成至圣先师地位，但也担心被讥以保留“封建典

制”，因而不便明言将衍圣公名号直接嵌入党治体制。 １９３４ 年 ７ 月，国民政府通令，以每年公历 ８
月 ２７ 日为先师孔子诞辰纪念日，届时全国举行纪念活动。⑧ 这一决议意味着孔子在国民政府治

下只是“先师”，而非“至圣”。 在是年国民党中央举行的孔子诞辰纪念会上，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出

于现代社会的考虑，只称孔子为先师，而不言其“大成至圣”名号。 不久，汪精卫根据国民党中央

秘书长叶楚伧、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参加 １９３４ 年 ８ 月祀孔典礼的报告，提议参照中央政府对班

禅的册封方式，不再沿用衍圣公名号，对孔德成另予封号，以示尊重。⑨ 不过，作为蒋介石亲信的

叶楚伧在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到访时明确表示，在孔氏的新封号上仍将保留“大成至圣先师”
之名。􀃊􀁉􀁒

１９３５ 年 １ 月，国民政府依据叶楚伧等人的意见，任命孔德成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予以特

任官待遇。 同时，任命孟子后裔孟庆棠、颜子后裔颜世镛、曾子后裔曾繁山为奉祀官，予以简任官待

遇。 ２ 月，对孔子后裔南宗孔繁豪也给予奉祀官的职位和简任官待遇。 所有奉祀官为“世袭之

官”􀃊􀁉􀁓，不同于普通公务员。 奉祀官之名在明代既已出现，清末有人提议在各地文庙设立奉祀官。
１９１３ 年实施的《崇圣典例》将圣贤后裔中的五经博士等世代承袭的职位均改为奉祀官。 国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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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志文：《末代“衍圣公”、“孔圣奉祀官”———孔德成》，《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特刊》第 ２ 辑，第 ９５ 页。
《孔德成电请蒋介石、阎锡山等支持反对蔡元培提议》，《孔府档案选编》下册，第 ７２２—７２３ 页。
《曲阜战后景象》，《申报》，１９３０ 年 ９ 月 ２ 日，第 ４ 版。
《电请保护孔子遗产三商会之通电》，《申报》，１９２９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第 １４ 版。
《日记：１９３３ 年—１９３６ 年》，王谦、张河、王润宣：《大家族传》，第 ３３１—３３２ 页。
《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３１ 年 ５ 月 ２１ 日。
《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３２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纪念孔子诞辰办法国府令饬遵照》，《申报》，１９３４ 年 ７ 月 ２６ 日，第 ９ 版。
《祭孔大员叶楚伧等返抵京褚民谊出席院会报吿汪提出尊孔意见三项》，《申报》，１９３４ 年 ８ 月 ２９ 日，第 ３ 版。
《修复孔庙中央拟组织委员会》，天津《大公报》，１９３４ 年 １０ 月 ９ 日，第 ３ 版。
《行政院训令》第二七二〇号（１９３５ 年 ５ 月 １３ 日），《教育部公报》１９３５ 年第 １９、２０ 期合刊，第 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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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奉祀官制度在官职称谓与选任资格的规定上明显沿袭了《崇圣典例》。
孔德成等奉祀官宣誓就职之际，戴季陶、居正等人阐释了国族复兴与孔子学说的关系。 １９３５

年 ７ 月 ８ 日上午，国民政府举行奉祀官宣誓就职典礼，陈立夫任主席，戴季陶负责监督。 戴氏受日

本现代化道路的启发，颇看重孔子学说对于造就国民信仰、实施社会教化的意义。 他在此次典礼

上，首先表示孔德成等 ４ 位奉祀官就职是中华民国的幸事，然后报告称：孔子学术思想体系是对中

国民族和世界人类的伟大贡献，孔子不仅是中国民族之宗师，也是人类之光荣；我们今天处在“兴
国之时代”，应遵循总理救国的两大根本途径，一是要继承孔子之学业，恢复“固有道德知能”，“教
化全国”，“教化世界”；二是“要迎头赶上世界科学文化”。① 几乎同时，居正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报

告尊孔的意义，一方面介绍孙中山对孔子学说的推崇，另一方面宣称必须恢复所谓“忠孝仁爱信义

和平”的固有道德，才能治理好国家。 戴氏与居氏之言实则拥护、宣传蒋介石的尊孔主张及其倡导

的新生活运动。 ７ 月 １３ 日，孔德成在上海车站发表书面谈话，称：“总理提倡三民主义，主张天下为

公，蒋委员长之新生活运动，均为目前拯救中国振兴民族之良图，而其渊源均出于先圣之遗训。 现

在政府尊崇圣教，使国民思想得有中心，民族组织始有团结，民族精神始能恢复，斯乃鄙人所最钦佩

的。”②孔氏此言道出了蒋介石想要对外表达的意思，即从孔子到孙中山再到蒋介石具有一脉相承

的关系，蒋要以儒家文化治理国家，提高国民道德水准。 虽然孔氏称赞新生活运动，但蒋对该运动

主旨“礼义廉耻”的解释比较模糊③，注定不会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取得多少成效。 诚然，孔氏本人持

“正统”观念，真诚拥护蒋主导下的国民政府。 在此次就职典礼期前夕，蒋电告孔德成称，“孔圣学

说为民族精神寄托”④，勉励孔氏继承其先祖之德。 典礼举行后，孔德成复电称，自己会勤奋进取，
亦请蒋“时加启迪”。⑤ 在电文往复之间，二者的关系更为密切。

对孔德成的任命一经公布，即引起世人评议。 有人从传承儒家文化的角度，希望孔德成等 ４ 位

奉祀官整理儒家经籍，阐扬孔子学说。⑥ 有人像孔德成一样，站在官方的立场上诠释奉祀官与新生

活运动的关系，认为当时中国身陷内忧外患，“舍以中国固有之道德思想，教化全民，纠正人心，实
无他路可走，新生［活］运动与尊孔实二而一者也”；孔德成等 ４ 位奉祀官就任，就是蒋介石及其领

导的国民政府以儒家文化救中国的重要举措。⑦ 不过，也有人批评说，设立奉祀官“对于中国文化

与教育问题上，很难说有什么影响”，只不过是九一八事变后点缀表面的工作，应付时局的一种手

段；其对于中国革命和建设没有什么价值，因为中国的敌人“不怕中国保全国粹，或抬出已死的大

圣大贤来号召”，而怕中国政治维新和奖励科学；若一定要设立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也“应以学

识道德为标准”进行遴选，而不应模仿过去的衍圣公爵制，选择长房长孙继任。⑧ 这一批评确有

其理。 姑且不论政治维新与奖励科学，即使单独从国族文化建设上看，当时中国面临着在儒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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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圣奉祀官就职》，上海《前途》第 ３ 卷第 ８ 期，１９３５ 年 ８ 月，第 １６２ 页。
《至圣奉祀官孔德成昨由京抵沪》，《申报》，１９３５ 年 ７ 月 １４ 日，第 １３ 版。
在新生活运动发轫时，蒋介石称：“必须以‘礼义廉耻’为生活之规律。” （蒋中正：《新生活运动纲要》，《新生活运动》，新

生活运动促进总会 １９３４ 年编印，第 ６ 页）。 他解释说，“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

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蒋中正：《新生活运动纲要》，《新生活运动》，第 ６ 页）。 其中“规规矩矩”“正正当当”“清清

白白”“切切实实”等语的具体所指没有确切说明。
《孔德成颜世镛曾繁山等电蒋中正彼等抵京谒陵答谢政府荷蒙招待下榻励志社及蒋中正复电》，《一般数据———民国二十

四年（三十九）》（１９３５ 年 ７ 月 ７ 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００２ － ０８０２００ － ００２３７ － 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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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基础上“嫁接”西方文化之长的顶层设计问题，而设立奉祀官的举措有独尊儒家之嫌，反衬出中

央政府对佛教、道教等宗教的不公正立场。 只是这种批评的声音不足以影响国民政府的相关决

策。
１９３５ 年 ６ 月，行政院指示山东省政府讨论衍圣公府名称修改及曲阜圣地警察机关设立等问

题。① ９ 月，行政院对此特开审查会议，经与内政部、教育部商议，决定在曲阜设立大成至圣先师奉

祀官署，下设秘书处与总事处。 同时决定，孔德成配用中央政府颁发的“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银
印。 其公文格式除对国民政府和五院用“呈”外，对其他机关均用公函。 南宗与其他奉祀官对外行

文一律由孔氏转呈。② 至此，年仅 １６ 岁的孔德成在曲阜开府办公。

二、 借孔德成展示政治正统性

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戴季陶等人意图借助儒家的“道统”与“治统”观念，从历史“正统”的
角度增强国民政府的政治正当性。 因此，其颇看重孔德成作为孔子现世代言人的“道统”象征

身份。
彰显儒家“道统”的官方行为莫过于祀孔典礼。 １９３４ 年，国民政府以纪念孔子诞辰的方式恢复

了国家祀孔典礼，并以孔德成为该典礼的首要配角。 ８ 月 ２７ 日，曲阜隆重举行祀孔典礼，中央政府

特派叶楚伧担任主祭，行政院代表褚民谊、立法院代表彭养光、司法院代表陈箇民、考试院代表林翔

以及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民政厅厅长李树春、教育厅厅长何思源、衍圣公孔德成等担任陪祭。
典礼程序为：（一）全体肃立；（二）奏乐；（三）唱国歌；（四）献花；（五）读祝文；（六）行三鞠躬礼；
（七）奏乐唱孔子纪念歌；（八）行一鞠躬礼；（九）礼成，摄影。 典礼完成后，孔德成即发表书面讲

话，首先感谢中央政府及各院部会与山东省政府官员前来祀孔，其次说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蒋介

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以及韩复榘多次倡修孔庙的提议都包含着对孔子的敬意，最后呼吁国人尊师

重道，并称“崇拜圣道，便是拥护政府”。③ 孔氏的表态契合国民政府的“文治”方略。 从主政者蒋

介石的政治逻辑看，得到现世圣裔拥护，就等同于得到“道统”支持的“治统”，而其政治正统性也似

乎显得更为神圣。
从 １９３５ 年至 １９４８ 年，国民政府连年举行祀孔典礼，以孔德成为主祭或陪祭。 值得一提的是，

１９４１ 年 ８ 月 ２７ 日，孔氏连续参加 ３ 场孔子诞辰纪念活动：一是新生活运动总会举行的祀孔典礼，
孔德成主祭，重庆市长吴国桢及总干事黄仁霖陪祭，并分发该会所制的“孔子之新生活表解”④；二
是中央政府的祀孔典礼，蒋介石主祭，孔德成陪祭，孔祥熙报告孔子学说；三是重庆中美文化关系协

会在嘉陵宾馆举行的祀孔典礼，该会会长孔祥熙主祭，孔德成陪祭，美籍顾问拉铁摩尔（Ｏｗｅｎ
Ｌａｔｔｉｍｏｒｅ）、美国大使高斯（Ｃｌａｒｅｎｃｅ Ｇａｕｓ）及外交部部长郭泰祺等应邀成为观礼贵宾。⑤ 典礼结束

后，孔祥熙、孔德成与拉铁摩尔等人共进寿面、寿饼，孔德成还介绍了会场上布置的反映孔子生活的

图片。⑥ 可以说，国民政府多方借助孔德成的圣裔身份，既意图推行社会教化，彰显政治正统性，还
希望促进中外文化交流。 后者也愿意借助前者对孔子学说的崇奉，积极展演和传播儒家文化，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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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影响力。 从形式上看，二者有互借互利之势。
为接续从孔子到孙中山的思想传承脉络，蒋介石主政后一直持有“作之君，作之师”的圣君观

念。 得蒋信赖的幕僚杨永泰在新生活运动发轫时即称“中国病根，不在政治制度本身，而在人心风

俗之颓败”，因而提出革命与政治都要“以攻心为上，易俗为归”，而革心变俗最快收效的首要办法

即全国各级行政长官“凡作之君者，应兼作之师”。① 蒋深以为然，且自许为一国之君。 他在 １９３５
年 １ 月 ２ 日的日记中慨叹：“唐太宗曰：‘人君必须忠良辅弼，乃能身安国宁。’今日辅佐于吾者，谁
是忠良？ 当深思之。”②他秉持“以一人治天下”之念③，虽有继承儒家文化与实现民族复兴的使命

感，但在具体的实践路径上过于注重形式，没有走出以“道统”辅助“治统”的传统政治套路，甚至称

“现在我们革命，就是要复兴我们的历史文化，恢复民族固有的美德”，“就是要继续发扬我们中国

固有的道统”。④ 蒋对传统伦理政治的思维方式颇有心得，而且对传统思想及伦理道德的作用寄予

厚望，希望通过修身实现治国。⑤ １９３５ 年 １１ 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确定救党救

国原则案》，蒋介石被确立为国民党“文武兼赅”的伟大领袖，获得统筹国家一切的权力，以应对

华北事变后更为严重的民族危机。 虽然自 １９３１ 年 １２ 月至 １９４３ 年 ８ 月间，林森出任国民政府

主席，但这时期的国家主席乃“虚位”，不负实际政治责任，而蒋仍掌握着党权与军权，最终决定

国家大政方略与重要人事安排。 蒋因其权力与偏好使国民政府的“文治”带有更多的儒家文化

色彩。
拥蒋的戴季陶在孙中山去世后对三民主义思想作了新的诠释，将其与儒家思想密切联系在一

起。 他宣称，孙中山是“孔子以后中国道德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⑥；“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

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⑦ 戴氏所做的从孔夫子到孙

中山的思想诠释，为日后蒋介石尊孔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由于蒋介石、戴季陶、孔祥熙等人的青睐，孔德成对国民政府颇为感激，尤其对蒋衷心拥护。

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蒋从西安事变中脱身后，孔氏随即给他发去慰问电称：“中华鼎运，转危为安。 为民

为国，诸祈珍摄。”⑧他还在给蒋的慰问函中表示，自己“忝膺道统，适在童年”，祈请蒋多加保重。⑨
在一定意义上，孔氏对蒋的慰问代表儒家“道统”对国民政府“治统”的认可，也提高了蒋的政治

声誉。
暂居重庆期间，孔祥熙不时携孔德成一起阐扬儒家学说。 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团的第二期青年

干部培训班上，二人联袂演讲。 孔祥熙自称是孔子的第 ７５ 代孙，忝为“圣门之后”，强调“国家政治

经济之设施，人民思想生活之规范，无一不以孔孟之道为准”。 孔德成在演讲中称赞孔孟之道对于

抗战建国时的“培根固本、范围人心”具有重要作用；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是“拯救中国、振兴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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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先革心变政先变俗》，杨璇熙编：《杨永泰先生言论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 ９８ 辑第 ９７５ 册），台北，
文海出版社 １９７３ 年版，第 １、２ 页。

《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３５ 年 １ 月 ２ 日。
《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３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中国魂》（１９３４ 年 ７ 月 １６ 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 １２ 卷，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

员会 １９８４ 年版，第 ３５２ 页。
黄道炫、陈铁健：《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山西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２１５ 页。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附《民生哲学系统表说明》），民智书局 １９２５ 年版，第 ５７ 页。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第 ３６ 页。
《西安事变解决后孔德成致蒋介石慰问电》，《孔府档案选编》上册，第 ４８ 页。
《孔德成致蒋介石问候函》，《孔府档案选编》上册，第 ４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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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良图”，而它的渊源又是“出于先圣之遗训”。① 可以说，孔德成弘扬儒家文化确出于诚意与自

觉，也契合国民政府的“文治”基调。 １９４０ 年 ４ 月 ２５ 日，中国孔学会召开筹备会，孔祥熙、于右任、
戴季陶、孔德成等数十人到会，号召以孔学改变颓风，渡过浩劫。 实际上，这种号召很难取信于人，
因为孔祥熙本人背离“礼义”精神，纵容亲属贪腐，为千夫所指。 对于政坛的种种丑行，孔德成虽时

有耳闻，但却不愿过问，也不置一词。
国民政府推崇的“圣道”并不能真正教化人心。 即使是当局的祀孔典礼也仅重仪式，并非真诚

向孔子表达敬意。 １９３５ 年 ８ 月，叶楚伧因而倡言，今后祀孔者应真正信仰孔子，“由仰而礼，由礼而

仪”，这样的纪念仪式才“庄严而有意义”。② 奈何“圣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并不能发挥多少作用。
蒋介石在 １９４１ 年的南岳第三次军事会议上慨叹：“我国以礼义廉耻为四维，廉耻普遍存在于民间，
但上焉者士大夫阶级却廉耻丧尽，至可悲痛！”③１９４４ 年，蒋的高级侍从唐纵观察到，“党的上层干

部，对于主义政策的认识，并不彻底。 由革命到取得政权，思想和观念已为之大变，现在大家的观念

是现实问题。 上级干部在追求权位，下级同志在追求生活。 主义、政治、革命，都已忘却了，消失

了”。④ 翌年，他又不无感伤地写道：“政府内官僚政客滚滚而至，革命青年［被］压迫到非学习官僚

不足以生存。 以至于今日，政治风气社会风气，沓沓〔杳杳〕然无可挽回。”⑤以当时的政治风气看，
祀孔典礼只是仪式性的政治表演，大多数政府官员对蒋介石等人重新阐发的礼义廉耻置若罔闻，很
少付诸生活实践。

由于改善民生滞后等因素，国民政府的奉祀官制度及其“文治”之道受到多方质疑与批评。
１９３５ 年，针对奉祀官子女免费在公立学校接受教育的特殊待遇，陶行知批评说，现在国民政府只是

顾及奉祀官们的子孙，而“没有看见那村前巷尾冻得要死、饿得要命的衍圣公的穷本家和穷本家的

苦孩子”，更没有看到全国“多数人的文化是一样的落后，一样的偏枯，一样的短命”，“这种自私自

利的打算是徒费心机”。⑥ 宋庆龄于 １９３７ 年 ４ 月在纽约《亚细亚》杂志上撰文称，“我们不应该恢复

不合时代的儒教……恢复儒教是完全反动的一件事，所谓安定社会只是一个幌子”；就中国的普遍

贫困而言，“革命的目的就是提高人类和群众的物质享受；假若这一个目的没有达到，那就等于没

有革命”。⑦ 以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机制而言，儒教是否完全“不合时代”的问题尚需学理讨论，但
改善民生的滞后明显限制了国民政府以儒家思想教化社会的实际效能，借助孔德成之力的新生

活运动也最终归于失败。 史学家钱穆虽拥护国民政府，但并不认同其对“道统”的建构，而是将中

国的整个文化大传统作为“真道统”。 他进而提出，中华民国的“政统”必推孙中山为“不祧之

祖”，而对于中华民族的“道统”与“教统”，孙中山不过是一个“孝子顺孙”。⑧ 在他看来，孙中山

与孔德成都不能代表孔子与中国的“真道统”。 不唯钱穆，当时整个学界对国民政府阐扬的“道统”
鲜有认同。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为应对中共的宣传攻势，继续借助“道统”观念与祀孔典礼展示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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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开国：《青干班和青干校始末记》，《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文史资料精选》第 １１ 册，中国文史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版，第
３８２—３８３ 页。

《各地举行孔子诞辰纪念会中枢由叶楚伧报吿》，《申报》，１９３５ 年 ８ 月 ２８ 日，第 ３ 版。
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１９４１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群众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第

２３３ 页。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１９４４ 年 ４ 月 ２８ 日），第 ４２６ 页。
《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 １ 日），第 ５５８ 页。
陶行知：《从孔德成的教育说到孔子的故乡与祖国》，《陶行知全集》第 ３ 卷，四川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第 ３０８—３０９ 页。
宋庆龄：《儒教与现代中国》，《宋庆龄选集》，中华书局 １９６６ 年版，第 １０６、１１０ 页。
钱穆：《道统与治统》，《政学私言》，商务印书馆 １９４５ 年版，第 ７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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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性。 １９４６ 年 １ 月，包括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在内的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在重庆进

行政治协商，达成了宪政共识，为中国设计了一套宪政制度。 周恩来代表共产党致辞称，在倡导政

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与各党派平等的基本原则外，还要“去掉一切落伍陈腐和不合时宜的制度和

办法，信赖人民，依靠人民，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① 这意味着国民政府的奉祀官制度与

孔德成象征的“道统”都应当去除。 不过，当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叶青宣称，“法统就是民

主政治时代底道统。 从前的道统把思想约束于孔子之道，今天的道统把思想约束于民主之法”；
由于历史是连续的一贯的，民主政治时代的“法统”与王朝时代的“正统道统是连成一线的”；在
即将结束训政、实行宪政的时代，需要尊重历史，继承传统。② 按照叶青的解释，民主政治时代仍

有“道统”，而且这个“道统”与从前的儒家“道统”一脉相承，只不过现在改名为“法统”。 １９４７ 年孔

子诞辰日，国民政府派铨叙部政务次长王子壮前往曲阜主持祀孔典礼，政府主席蒋介石亲自撰写祭

文，继续对外展示其对儒家“道统”的重视。 此时，由于社会各界对政治民主化的宪政呼声越来越

高，孔氏和他代表的“道统”逐渐远离政治话语的主流。 不过，蒋仍看重孔氏的“忠君”之心。 １９４８
年 ４ 月，蒋当选民国总统，孔氏随即在贺电中称赞道：“人归天与，国步倚重方殷；海晏河清，黎庶昭

苏在望。”③

三、 借孔德成阐扬民族主义

自孔德成携家离开曲阜后，国民政府不时安排其进行抗日演讲，阐扬民族大义。 孔氏心怀

家仇国恨，自觉弘扬孔子尊王攘夷的精神，不断公开批判日军的侵华行为。 １９３８ 年 １ 月 １１ 日，
孔氏在武汉文化界行动会召开的欢迎大会上发表演说，称孔子的遗教代表整个中国文化的核

心，国人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时刻，应当遵循孔子的遗训前进。 同月 １６ 日，应国民外交

会议之邀，孔氏在汉口广播电台发表了抗日演讲。 １７ 日，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的安

排下，孔氏向欧美的外报记者发表了书面演讲，要端如下：其一，凡是明白孔教的人都会鄙弃日

本的侵华行为，他本人离开孔子林庙“完全出于鄙弃日本的作为”；其二，日本人和“一切伪组

织”中的人要明白，孔教是不能借来蒙蔽中国人的；其三，自己要“尽国民一分子的责任，阐扬先

师孔子的教义，使乱臣贼子能幡然悔悟，志士仁人更加效忠”，在最高领袖蒋介石的指挥下，赢得

抗战的最后胜利；其四，中国与世界各国共存共荣，请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重新发挥收复耶

路撒冷的十字军精神”，帮助中国抗战，“收复圣地所在的曲阜和已沦陷的各地，以维护世界的和

平，打倒国际间的大强盗”。④ 孔氏的抗日演讲确出于其本意，而在演讲的时间与地点上则配合国

民政府的相关安排。
社会媒体对此尤为关注，几乎一致认为“自泰安失陷，敌方拟对孔氏有所利用，故孔氏特挺身

离战区赴汉，并誓死卫国抗敌”⑤，“以免为日人利用”。⑥ 武汉文化界欢迎孔氏到来，并揭露侵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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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中共愿以极大的诚意和容忍与各方共商国是》（１９４６ 年 １ 月 １０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

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 ２３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３０ 页。
叶青：《论正统道统法统》，太原《山西青年》第 ５ 卷第 ３ 期，１９４６ 年 ３ 月，第 １４ 页。
《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孔德成电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为贺当选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各方庆贺蒋主席当选第一任总统

案》（１９４８ 年 ４ 月 ２１ 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００１ － ０１１３１０ － ００００１ － ０６８。
《从孔子说到耶稣》，汉口《申报》，１９３８ 年 １ 月 １８ 日，第 ２ 版。
《国内时事》，上海《良友》第 １３４ 期，１９３８ 年 ２ 月，第 ２２ 页。
《曲阜孔庙之陷落》，上海《中华》第 ６３ 期，１９３８ 年 ３ 月，第 ２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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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试图利用孔氏的“文化侵略”阴谋，称他们是“将计就计，拿我们固有的文化招牌，参〔掺〕加一些

毒素，再来麻醉我们”，“蓄意消灭中国文化的倭寇和丧失灵魂的汉奸，是不配谈尊孔的。 因为他们

的所行所为，根本为孔子所不容”。① 日本新闻媒体则宣称，孔氏的反日演讲并非其真实意思的表

达，而是国民政府胁迫的结果。②

孔德成积极抗日的立场与行为引起苏联方面的注意。 １９３８ 年 ３ 月，晋察冀军区的《抗敌报》转
载了苏联关于孔德成与孟进宝坚决抗日的一则广播通讯，提及“山东的日人，用利诱威胁的手段，
强迫孔子的后代孔德成领导反蒋，孔反对此举，并称：‘我是中国人，我要求同全国人起来扺抗日本

帝国主义’”。③ 无疑，孔氏在阐扬民族主义、激励抗日精神上确有一定作用。
身处内忧外患的非常时局，国民政府更为重视儒家文化对于抗战建国的作用。 １９３８ 年 ３ 月，

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提出以抗战促进国

家建设，以加强国家建设来支持抗战，在教育上注重国民的道德修养。 同时通过的还有陈果夫等

人关于文化建设原则纲领的提案，确立文化建设以民族国家为本位，抵御文化侵略，吸收世界先

进文化，“建设中华民族之新文化”，还决定“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国民道德之项目，礼义廉耻

为国民生活之规律”。④ 由此，作为儒家文化特殊代表的孔德成在抗战建国“文治”方略中的角色

更显重要。
武汉陷落前夕，国民政府安排孔德成一家前往重庆居住。 １９３８ 年底，四川巴县党部为孔氏举

行欢迎会，国民党中央党部、监察院、考试院、外交部、铨叙部与最高法院等机关代表百余人参加，由
最高法院院长焦易堂主持。 孔氏在会上演讲孔子的“尊王攘夷”精神，称：“所谓尊王，系对内的，现
在来说，为拥护国家服从领袖，春秋时是王室，而现在即为国民政府；所谓攘夷，系对外的，春秋时之

管仲，其人虽较中庸，但其对攘夷之贡献至大……以上二者，即为先师作《春秋》之意，亦即先师教

吾人之训示。 在目前国难期中，尤应尊〔遵〕守孔教，发扬孔教，本其和衷共济之精神，以渡此严重

关头。”⑤孔德成以圣裔身份号召国民拥护蒋介石与国民政府领导全国抗战。
侵华日军基于以华治华的策略，极力拉拢孔德成。 伪满洲国成立后不久，侵华日军开始密切关

注孔德成的动向，意图利用孔氏来粉饰其殖民统治。 １９３４ 年 ９ 月 ２１ 日，日本人在东京的报纸上先

期制造孔氏将参加日本儒学团体斯文会成立典礼的舆论。 孔氏与族人得知此消息后“深为诧异”，
随即登报声明“如届时果有邀请之举，德成及敝族族人绝不参加”。⑥ 他们意识到“日人自利用溥

仪作傀儡后，日以伪王道主义相昭示”；如果孔氏赴日参加斯文会的成立典礼，则是帮助日本人“争
得王道的正统，于收拾民心上，得益必多”。⑦ 孔氏不想成为第二个溥仪，还拒绝了日本人参加当

年曲阜秋季祀孔典礼的请求。 在就任奉祀官后，孔氏更为警惕日本人的拉拢。 １９３５ 年 ３ 月，日本

驻山东济南总领事向山东省政府正式提出，邀请孔德成等圣裔去日本参加斯文会的成立典礼。
虽然国民政府有关部门表示可以选派圣裔代表赴日参加典礼，但孔氏拒绝赴日，只派了族人孔昭

润作为代表前往。 不久，日本官方又派人到曲阜专门宴请孔氏，但他仅以一首诗致谢。 尽管孔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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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维廉：《从孔德成南来说到孔子民族的思想》，汉口《民意》第 ５ 期，１９３８ 年 １ 月，第 ４ 页。
「圣裔の反日は捏造」、『朝日新闻』、１９３８ 年 ２ 月 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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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会议通过陈果夫等关于确定文化建设原则纲领的提案》 （１９３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

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５ 辑第 ２ 编，“文化”（１），江苏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１ 页。
《渝各界欢迎孔奉祀官》，武昌《蒙藏旬刊》第 １４６ 期，１９３８ 年 ３ 月，第 ４２—４３ 页。
《孔德成不参加日本祭孔礼》，北平《新闻通讯》第 １９ 期，１９３４ 年 １０ 月，第 １１ 页。
行安：《孔德成不愧为圣人之后》，《申报》，１９３４ 年 １０ 月 １ 日，第 ２８ 版（“本埠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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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再拒绝日本方面的邀请，但日方仍不放弃对他的笼络，于 １９３５ 年 ６ 月派遣外务省文化事业部

长冈田兼一到曲阜拜访。① 翌年 ３ 月，日本驻华大使馆一等书记官武藤义雄把有关祀孔典礼与孔

德成婚礼预备的若干文件送到日本外务省，用于策划拉拢孔氏的下一步计划。② 随后，日本文部省

又派员赴鲁聘孔氏赴日“阐扬圣教”，孔氏婉拒此事，前往济南避居，并向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报告。③

侵华日军是否有意将孔氏扶持为华北伪政权的代理人，至今尚不清楚，不过当时新闻界确有相关

报道。④

七七事变后，随着日军在山东地区的步步推进，孔德成面临着被其劫持的危险。 １９３８ 年 １ 月 ２
日，日军逼近曲阜，蒋介石急令孔祥熙转饬韩复榘，务必在撤离时将这位奉祀官带走，由此发生了本

文开头的一幕。
蒋介石对孔德成的担心不无根据，因为当时侵华日军正利用儒家“王道”思想粉饰其侵略行

为。 随着在华占领区域的扩大，其不断加强对孔氏的笼络，未料孙桐萱抢先一步将孔氏带走。 闻听

此事，负责山东文化研究会的马场春吉为自己长期拉拢孔氏的计划失败而惋惜，还声称孔氏遭到国

民政府的“劫掠”。⑤ 危急时刻孔氏免遭日军劫持，蒋对此甚感欣慰，在日记中称：“闻孔德成衍圣

公不愿附倭来汉，甚欢也。”⑥当时衍圣公名号已停用近 ３ 年，但蒋仍称孔氏为衍圣公，显见他对孔

子心怀敬意。
１９３４ 年至 １９４５ 年，国民政府与日伪政权在祭祀孔子的仪式上存在明显的竞争关系。 虽然孔

德成公开拥护国民政府，批判日军的侵略行为，但日伪政权仍不断举行祀孔典礼，以混淆视听。 伪

满洲国每年在盛京举行大祀孔子的典礼，华北伪政权也连年举行春秋丁祀，用以号召民众对日伪殖

民统治的认同。 汪伪政府批评说，国民政府的孔子诞辰纪念有“仪”而无“礼”，并不符合儒家的礼

仪精神。 １９３９ 年，汪伪政府还在其治下的山东、浙江、江苏、安徽等地的文庙普遍设置奉祀官，试图

建立以儒家“王道”思想为主体的社会控制网络。⑦ １９４２ 年，其恢复了对孔子的春秋释奠典礼，并
将孙中山作为配享孔子的民国贤哲之首。 虽然这些伪政权的祀孔典礼古香古色，但终究因为孔德

成的批判而显得政治底气不足。 他们很想将自己的祀孔典礼与孔氏联系在一起。 １９４３ 年 ４ 月，汪
伪政府在南京举行春季祀孔典礼，前来参加中日文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日本文化使节团团长

盐谷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孔教亦即中国固有文化，不过结果是日本成为孔子理想之国家而

已。 汪主席曾谓：‘纯正三民主义，即是中国固有文化。’余深以为是。 三民主义不仅通于王道，也

５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日文化事业部长昨到曲阜观光》，《申报》，１９３５ 年 ６ 月 ２７ 日，第 ８ 版。
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Ｒｅｆ􀆰 Ｂ０５０１６１５６７００、自昭和十一年三月 ／ 参考資料関係雑件第四巻（外務省外交史料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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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并列出了如下理由：第一，孔德成还没有完成“四书”的学习；第二，两千年来孔子的后代不曾涉足政治，因此能够在山东曲阜地

区维持这个家族；第三，孔德成年龄太小。 参见“Ｅｍｐｉｒ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ｎｆｕｃｉｕｓ􀆳 Ｄｅｓｃｅｎｄａｎｔ Ｏｆｆｅｒｅｄ Ｔｈｒｏｎ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Ｐｕｐｐｅｔｓ”，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Ｐｏｓｔ（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１９３７ － １２ － ２３， ｐ􀆰 １６。 不久，该报又称，孔德成拒绝了日本将其扶持为华北伪政权皇帝的劝诱。 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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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１７， ｐ􀆰 １３。 《密勒氏评论报》报道称，孔德成拒绝了侵华日军扶持其当中国皇帝的建议，前往武汉面见蒋介石。 参见“Ｍｅｎ ａｎｄ
Ｅｖｅｎｔｓ”，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Ｗｅｅｋ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３８ － ２ － １９， ｐ􀆰 ２８。 不过，孔德成本人在 １９３８ 年 １ 月 ８ 日接受美国联合通讯社特派员采访时

称：“您问我被日本当局邀请务必成为新支那皇帝，根本没有这回事儿。”日本在美国的情报机构看到这则报道之后，立即将其摘要

发往日本。 日本内阁情报部对此电文也十分关切，专门批示“同盟来电，不发表”。 参见 ＪＡＣＡＲ（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Ｒｅｆ􀆰 Ａ０３０２３９７４９００、各種情報資料·支那事変関係情報綴（国立公文書館）。

「薄幸の孤儿に日本の父」、『朝日新闻』、１９３８ 年 １ 月 １２ 日。
《蒋介石日记》（手稿），１９３８ 年 １ 月 ５ 日。
《各省市县文庙奉祀官设置条例》（１９３９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行政院核定公布），《政府公报》１９３９ 年第 ８２ 号，第 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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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于治国平天下之道。”①他还强调说自己曾 １３ 次参拜曲阜并会见孔德成②，对孔氏的拉拢之

意不言而喻。
汪伪政府不能利用孔德成，退而求其次，极力拉拢代理奉祀官孔令煜。 １９３８ 年 ２ 月 ８ 日，孔

令煜以其与孔德成的名义宴请占领曲阜的日军第十师团步兵第六十三联队军官田岛荣次郎等

人。 当时，田岛要求部下尊重儒家道统，保护三孔古迹，强调道义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还不断

向士兵说明孔子主张的儒家伦理与日本道德规范之间的关联。 １９４３ 年，孔令煜向汪精卫发电

称：“本年三月三十日，恭逢钧府还都三周年纪念之期，尤因我主席遵引国父遗教，收回各租界及

治外法权，国际地位从此增高，得与世界列强并驱并驾，旋转乾坤之功，实为从前所未有。”③翌

年，孔令煜再向汪伪政府发电祝贺所谓“还都四周年。”④在汪伪政府的安排下，孔令煜发表了题为

《复兴东方文化击灭宿敌英美完成大东亚圣战》的广播讲话，宣称要以日本为榜样，积极“尊崇儒

教”，“陶铸新国民”，“协力驱逐英美，剿灭共匪”，复兴东方文化。⑤ 对于孔令煜的这些附敌行为，
孔德成虽体谅其保存曲阜故里的苦衷，但仍对其以代理奉祀官名义为汪伪政府的殖民统治张目而

深感不安。
抗战胜利后，孔德成随即电贺蒋介石，称赞他“克服暴倭，终归德命，雪累世之奇耻，开有史之

荣光”⑥。 孔氏于此再度表达其抗日之义与拥蒋之心。

四、 塑造孔德成的个人志业

孔德成就任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时尚未成年，国民政府对他的学业教育与政治前途均有考虑。
１９３４ 年 ６ 月，在酝酿孔子诞辰纪念方法时，居正前往曲阜会晤孔氏，对这位“甚聪慧，惟体弱”

且“受家族包围，仍读四书”的少年衍圣公颇为担心，准备回京后与孔祥熙、戴季陶商议，计划由政

府资助其到各大学听讲，将来再送其出洋游学。⑦ 孔祥熙不甚赞成孔德成在家读书。⑧ 戴季陶更

不希望孔氏因为固守祖业而与现代文明脱节。 １９３５ 年，他在给孔氏的信中说，各位圣裔奉祀官与

曲阜地方执政者负有重要使命，“一则修养先圣之德教”，为世界人类做出榜样；“一则经营先圣先

贤之故里”，既要维系儒教，也要不落后于现代文明。⑨ 经过商议，国民政府为孔德成等奉祀官配备

了 ３ 位导师，即戴季陶、丁惟汾与孔祥熙。 此后，戴季陶与孔祥熙因公务繁忙，基本无暇顾及指导孔

德成，真正在学术上承担导师之责的只有丁惟汾一人。
虽然国民政府对孔德成的学业教育有所考虑和安排，但孔氏不愿改变其继承祖业之志。 １９３５

年参加奉祀官就职典礼时，孔氏对外界明确表示，自己今生的志向是继承孔子之志，专治经学，“不
从事于政治”，希望将来在教育事业上有所建树。􀃊􀁉􀁒 当时孔氏一直在孔府中接受教育，由孔府聘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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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清华学校肄业生王毓华讲授国文、数学、历史、地理等新式知识。 出于传承儒学的需要，孔府于

１９３６ 年春聘请清末翰林庄陔兰与举人吕今山为专授经学的教师。 其族人认为，“圣裔自有圣书可

读，极宜以全力保存先祖之祖粹”，现在“洋气高张”，更“不应数典忘祖，而入洋学堂读书”。① 由于

孔氏的坚持及其族人的干预，国民政府安排其入大学听讲之事迟迟未能落实。 曲阜陷落后，孔氏一

家辗转到达重庆歌乐山，直至抗战胜利，国民政府未再考虑安排孔氏接受现代高等教育。 寓居重庆

期间，孔德成在丁惟汾的指导下，主要以考据方式研究儒家经学，但对于现代知识与西方社会实未

开阔眼界。 囿于传统的治学理路，孔氏很少考虑儒学在现代社会推陈出新的问题。 １９４４ 年 １２ 月，
他向国民政府提出赴美国游历和学习的请求，旋因时局动荡而未获准。 可以说，当时国民政府对孔

氏学业的安排并没有通盘计划。
抗战胜利后，孔德成的个人志业与曲阜林庙的政治命运依旧密切相连，而中共革命成为对二者

具有显著影响力的现实因素。 １９４５ 年秋，中共军队到达曲阜一带，孔氏十分担心三孔古迹遭遇战

火，乃至将来无祖业可守，无祖庙可祭。 不过，国民政府没有人愿意在此问题上向中共提出协商意

见。 无奈之下，他和秘书李炳南拜见了正在重庆参加国共两党谈判的周恩来，向他提出保护曲阜三

孔古迹的请求，“周面允函告延安转令该地共军勿作破坏圣迹的举动”。② 是年 １２ 月，鲁南军区警

八旅第十五团和第十六团攻占曲阜。 据第十六团团长董鸣春回忆，战斗开始前，“旅部首长还特别

强调注意保护孔庙、孔府等文物古迹，敌人如退守孔庙、孔府，只能短兵相接，不能打炮和使用炸

药”；战斗结束后，旅部首长表扬他们“消灭了敌人，解放了曲阜，也保护了文物古迹”。③ 虽然中共

军队有力保护了曲阜三孔古迹，但孔氏并不认可中共独立拥有军队的正当性。 １９４６ 年初，他对记

者表示：“我对政治认识的程度很浅薄，我也没有参加任何党派，我所知道的就是在和平统一的口

号下，除国家军队以外，任何人及任何地方，都不能再操纵与存在额外部队。”④此时，孔氏虽对国共

两党的历史渊源与革命方式仍不够了解，但奉国民政府为国家“正统”，不认可中共边区政权的正

当性，也不接受中共比国民党更为激进的社会革命方式。
依照中共的革命方式与政治理念，孔子学说与现世孔子直系后裔要区别对待。 一方面，中共尊

重历史上的孔子与儒家文化。 １９３８ 年，在谈到共产党员理论学习时，毛泽东说：“从孔夫子到孙中

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⑤１９４２ 年，毛泽东接见晋西北临参会参议员刘菊

初等人组成的延安参观团，谈到中外文化时称，道德观念是要的，礼乐名分是要的，外国科学是要

的，外国制度是要的，我们要上承历史，旁采各国，但需加以批判改造，取长去短，使其适时合地。⑥
这一主张虽有尊重历史的本土意识与学习西方的世界眼光，但由于战局紧迫，难以在革命中贯彻，
而孔子学说也只能被“当成一个古董”。⑦ 另一方面，中共将现世孔子直系后裔视为剥削农民的地

主。 １９４６ 年 ７ 月，鲁南专署组织孔府佃户的农民代表在孔庙诗礼堂举行“众裁会议”，促使代理奉

祀官孔令煜减租减息，取消斗尖、地皮、合子粮等不合理的收租制度。 简言之，中共将孔子学说与曲

阜孔府、孔林、孔庙视为历史遗产，而将现世孔子直系后裔看作革命对象。 因此，孔德成没有因其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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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光环而被中共看重。
在国共内战日渐紧张的时局中，国民政府连续安排孔德成参与政治会议。 １９４６ 年 １１ 月，由傅

斯年等人推荐，国民政府确定孔氏为国大代表。 在随后召开的制宪会议上，他对国事基本不发表意

见，仅在国大代表祁志厚向大会提交的“国都定于北平”①提案上署了名，而这一提案竟惹得蒋介石

愤慨。 孔氏着实对政治没有兴趣，在会议上几乎都是“代”而不“表”。 １９４７ 年初，他对新闻记者表

示，本人“虽为国大代表，对国事不愿表示意见”②，倒是希望将来有机会到欧美考察。 ３ 月，国民政

府以“社会贤达”之名，又将孔氏选为国民参政会第四届参政员。③ １２ 月，丁惟汾、张继等人提名孔

氏担任国民大会的山东省代表。④ 随后，他推辞这一提名，但未获准，只好继续做个有名无实的代

表。 在这一点上，国民政府对孔氏的安排的确勉为其难。
孔德成志在成为一位不问政治的平凡学者，也想成为一位不带圣裔光环的普通公民。 １９４７

年，他对记者称，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署只是一个组织简单的“学术文化机关”，自己是一位研究

中国古代史的学者，“以后仍本此为之”。 对于儒教与科学、现代民众生活的关系，孔氏提出，“儒
教并非宗教，故无碍于科学的研究”；一般民众的行为应“合乎现代化”的要求，但也要“切实遵依

国家法制和教育标准，不应有落伍的思想，亦不能有超越时代的行为”。⑤ 此时，孔氏开始以“现代

化”的眼光审视儒家文化。 在学者之外，孔氏更想做一位人格独立的公民。 其公民观念可追溯自

１９３５ 年的奉祀官就职典礼。 当时，应孔祥熙之邀，他前往上海参观了市立民众教育馆，在“公民

［阅］览室浏览最久”。⑥ 这是孔氏第一次接触官方推行的“公民”教育，而“公民”二字也由此在其

心中生根。 １９４７ 年 ５ 月，孔氏携夫人回到故乡，在孔府内务改革上提出：现在是民主时期，要服从

民主，个人不能独断专行；孔府管理委员会成立的本意是要集思广益，实行共同管理。⑦ 此后，他
不再以孔府主人自居，而是试图做一位现代公民。 对于孔氏的公民之愿，国民政府鲜少了解，也无

暇顾及。
１９４８ 年 ３ 月，国民政府安排孔德成前往美国耶鲁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历史研究与文化交流活

动。 随着在美国见闻的增加，孔氏对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有一定的认识和体会。 在反思儒家学说在

现代社会中的长短之后，他对一个美国人表示：“我对我的祖传是觉得很光荣的，不过我也实在觉

得有许多不便之处。 我却很愿意做一个很平凡的公民，不多也不少。”⑧１０ 月，孔氏闻听国内宪法

颁布，遂致函内政部，表示“为尊重宪典起见”，愿将祀田“献交于国家”。⑨ 只是此时宪政尚无条件

施行，而孔氏仍不得遂其公民之愿。
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节节败退，孔德成无法安守个人志业，开始公开表达其对中共革命的

警惕与戒惧。 １９４８ 年，孔氏称：“我希望早日击溃共党，那么中国能够进于建设之途了。 我要看到

中国的现代化与工业化。”􀃊􀁉􀁒１９４９ 年 ８ 月，他向《中央日报》的记者表示，中国共产党“整个地搬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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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领 ／ “文治”与圣裔：国民政府对孔德成的借助及其困境

套异族的东西，以图消灭我国数千年来固有的文化，就这一点值得每一个同胞深切了解和警惕”。①

这里所谓“异族的东西”当是指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 孔氏固守本土文化传统，对中共的革命理

论及文化政策颇为抵触。 ９ 月，应教育部部长杭立武之邀，孔氏赴重庆与成都进行以反对中共为主

题的演讲②，号召国人重振传统道德精神。 面对中共的政治胜利，孔氏对儒家文化在大陆的前景怀

有深重的危机感，因而更坚定地追随国民党政权。
整体而言，国民政府重视对孔德成个人志业的塑造，既意图促进其学业进展，又一再勉强其参

加政治会议。 这种塑造过于政治化，不利于平等人格的养成，从而限制孔氏由奉祀官而追求成为现

代公民的自我调适。 国民政府及国共党争固然从外缘上影响孔氏的个人志业，而他的圣裔身份、
“正统”观念与公民意识从根本上决定着其在民国时期的人生轨迹与事业格局。

余　 论

在民国社会变局中，作为孔子后裔的衍圣公无疑是一个特殊的政治文化焦点。 国民政府将圣

裔孔德成纳入政治体制，任命孔氏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 这是其“文治”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也
是国民党沿袭其政治革命路线的文化反映。

国民政府对孔德成的任用与借助，虽有传承儒家文化的意味，但主要出于维护其威权统治的需

要。 具体而言，一则以儒家伦理思想弥补三民主义在道德教化方面的缺陷，应对中共的政治宣传攻

势；二则借助孔德成的圣裔身份及其象征的“道统”，对内彰显自身的政治正当性，对外阐扬民族主

义，激励抗战精神；三则满足蒋介石个人“作之君，作之师”的心理需求。 蒋有意以一人治天下，奉
行“圣君”观念，但认识不到儒家存在“治治，非治乱”③的局限，不足以应对内忧外患的时局。 在领

袖独裁的权力体制下，蒋的文化偏好对国家“文治”方略带来不利影响。 因此，国民党高级将领张

治中于 １９４８ 年 ５ 月上书直谏，称蒋的态度“为儒家态度而非法家态度”，但其“为国家元首、革命党

魁，仅持儒家态度以谋治理，似不足完全适应今日之时代……不能得到预期之政治效果与良好反

应”。④ 张对蒋的批评从领袖个人的角度，揭示国民政府“文治”困境的根源。 蒋虽有意振兴“文
治”，但“势尊自蔽”⑤，并不认可张的批评，甚至在当选总统之后仍不忘儒家“道统”，且保留孔德成

的奉祀官之名。
作为国民政府的主政者，蒋介石在“文治”上轻视且不擅长制度建设，无意借鉴西方的自由、平

等观念，用以克服儒家伦理扼杀个性与否认人格平等的局限。 曾近距离接触过蒋的经济学家何廉

回忆称：“从根本上说，他不是个现代的人，基本上属于孔子传统思想影响下的人。 他办起事来首

先是靠人和个人接触以及关系等等，而不是靠制度。”⑥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长的王子

壮也称，蒋不能“提纲挈领，由制度上督促全国共同向上”。⑦ 实际上，蒋在治党上也是“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缺乏意识形态建构和组织建设的有效手段与通盘计划。⑧ 由于蒋的独裁，国民政府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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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奉祀官制度主要延续传统的衍圣公爵位制度，这种新瓶装旧酒的举措无所谓现代民主制度的

创新，也无益于儒家文化的现代转型。
在国民政府治下，孔德成个人的政治际遇，可以说是当时儒家文化转型困难的命运缩影。 国民

政府对孔氏的个人志业有若干硬性安排，使其在学术与政治之间颇感无奈。 他虽为特任的奉祀官，
但对国民政府存在人身依附关系，未能在现代社会中进行自我调适。 诚然，孔氏本人固守祖志，对
西方文明之长的认识存在局限，甚至自美返国后称美国文化在精神方面“简直太幼稚了”。① 当初

戴季陶对孔氏提出的既要维系儒教，又要不落后于现代文明的诫勉，在制度层面上难以落实。 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中央关于文化建设的最高原则与纲领至少有过两次决议，一是要发扬固有

文化，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建设“中华民族之新文化”②，二是要在种族、宗教与阶级平等的基础上

“建立国族统一之文化”。③ 不过，国民政府在国族文化建设的制度设计上迟滞不前，终究未能以顺

应世界潮流的态度为儒家文化妥善定位。 较能代表国民政府“文治”顶层设计意识的是 １９４３ 年国

立礼乐馆拟定的中华民国礼制草案④，但该草案主要体现政治威权与传统儒家伦理，鲜见自由、平
等观念。 诚然，在内忧外患的非常时局中，国民政府着实无暇对现代社会中儒家文化的长短进行系

统的学理分析，也就不会给出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的顶层设计方案。 国民政府的“文治”困境的解

决有待于政治转入常轨后的体制变革。 在此情势下，孔德成作为儒家文化的特殊代表，也只能随遇

而安。
１９４９ 年 ４ 月，在蒋介石的指示与教育部的安排下，孔德成离开大陆，迁往台湾。⑤ 抵台后不久，

孔氏出任“总统府资政”，并被蒋视为传承儒家文化的“国宝”。

〔作者李俊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 王来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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